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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陷入空前危机。华洋义赈会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在河

北进行信用合作试验。他们通过与银行联合提供贷款，部分满足了小农对资金的渴求，抑制

了高利贷盘剥。华洋义赈会在试点中所创造的经验和引发的教训，予国民政府和关注农村的

民间团体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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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降，由于灾荒侵袭和战争蹂躏，农村呈现衰落之势，突出表现是农业投资严重不

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921—1949）（以下简称“华洋义赈会”或

“义赈会”）秉承其“建设救灾”理念，从改良民生目的出发，认为建立信用合作制度，是

缓解农村资金短缺的不二良法。于是，从 1923 年开始，该会在河北农村进行了一场信用合作

试验，开中国大规模合作实践之先河。[1]华洋义赈会的试验活动，不仅给国民政府以借鉴，

即使在今天，对于解决“三农”问题的人们，也有很好地启发。 

*本文是教育部专项任务研究课题“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03DJ770002）阶段性成果。 

[1] 研究华洋义赈会的专著对于该会的合作事业多有论述，但对信用合作试验及其经验教训

探讨尚嫌不足，如 Andrew James Nathan:A History of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Famine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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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薛毅、章鼎：《章元善与华洋义赈会》，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也有些论著对华洋义赈会所进行的农村合作有所涉猎，但缺乏深

入专题研究，如郭铁民等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何光主

编：《中国合作经济概观》，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赖建诚：《近代中国的合作经济运

动——社会经济史的分析》，（台湾）正中书局 1990 年版等。 

一、农村资金匮乏 

资金与土地和劳动力一起称为农业生产三大要素。“资本的效果，在结合自然与人工而

为生产的媒介，农民的成功与失败，与资本的多寡大有关系。因无资本则虽有肥沃的土地，

亦不能充分利用以增加生产改良品质，且有时不得不受商人的剥夺，不能雇佣人工来帮助生

产。” [1](p353)农民必须拥有相当的资金，方能经营土地、购买与饲养牲畜、添置农具，

扩大再生产。二三十年代农户的资金拥有与使用如何？据 1926 年对四川成都附近 22 户农民

抽样调查，合计投资 6996.8 元中，土地折价为 6165.4 元，占总投资的 88%；房屋建筑费用为

719 元，占 10.3%；农具设备为 71.2 元，每户平均只有 3.2 元，仅占 1%，；种子和家畜投资

为 51.6 元，每户平均为 2.35 元，占 0.7%。[2](p295-296)农具、种子、牲畜三项合计每户平

均只有 5.55 元。再如 20 年代对安徽、河北、山西、浙江、江苏 5 省 17 个地方调查，平均用

于农具和牲畜投资的数额仅占农业总投资的 3.5%和 4.6%，其中最高的浙江镇海县为 4.8%，最

低的山西省五台县仅为 0.56%。[3](p70)小农对农业投资不足，其因在于农村资本的普遍匮乏。

随着近代城市的崛起和城市商业的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逐渐向重商轻农政策转变，形

成资本从农村外逃及向城市积聚现象。这一趋势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达到“农村资金

流尽，都市资金膨胀到无出路的阶段，”“连一小部分高利贷资本，亦皆逃入都市”[4](p96) 。

新式银行聚集于通商大埠，地方上工商业发达的城镇，全是些高利贷印子房式的旧钱铺、当

铺，而在农村中则除去个人的高利贷印子房以外，再没有放款机关了。1934 年中国银行总经

理张公权曾言：“近年内地困难日深一日，上海的繁荣则相反地畸形的发达，一切现金财富

均集中于上海，每年估计达数千万元。……内地农村脂血，一天天向上海灌注，现金完全集

中在上海。” [5]集中于城市的银行与农业不接触，概因农业生产迟缓，得利慢，所以它们

不愿意投资。这样，正当的公共放款机关缺乏，使私人借贷机关趁势而兴。 

私人借贷或是通过血缘关系发生的互助性借贷，或是向放高利贷借贷。前一种借贷是从

亲情出发，还债时只还本钱，不计利息。后一种借贷有两种：一为抵押借贷，小农多以动产

或不动产为抵押品，利息较低。另为信用借贷，无需抵押，以信用做担保，此种借贷利息偏

高。据 20 年代末对河北定县调查，借款最高利息为每月每元 3 分，最低 1.5 分，普通 2 分。

[6](p735)戴乐仁调查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区借贷利率，低的月息平均约 2%，高的月

息 5—6%，有时 10%，当灾荒来临时，小农甚至愿出年息 100%借款。[7](p540)华洋义赈会对

150 个乡村通行利率调查，年利率最低者只有一个村庄为 15%，其中 70%的放款皆在 30—35%

之间，其中最高者则达到 180%。[8] (p144)高利贷者盘剥程度，匪夷所思。尽管北洋政府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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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月息不能超过 3 分的禁令，但也多是一纸空文，是没有效力的[9](p21)。高利贷资本生存

的前提是小农贫困化的加深，负债已是维持农民生计、求得一息喘息机会的普遍方法，可以

说，不仅在社会情形及个人生活略有变动时即须负债，即在平时，也有许多是负债的。河北

定县约有 20%的农民靠借高利贷为活，浙江金华、兰溪等 8 县，农民负债户数约占全村户数的

58.8%，四川峨眉山农户有 18%是以高利贷借债或向亲戚商借以为补助。[10](p319)国民政府

土地委员会 1930 年前后对各省农家调查，收不敷出者约 35%，“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

可相抵，设遇意外势必出于借贷” [11](p37)。私人借贷特别是高利贷，对于小农来说，虽

可解燃眉之急，但这种借贷利息常常是“利滚利”，期限又短——大概从四个月到一年，如

果到期不还，抵押品就得全部没收。小农多以土地抵押，结果就是被抵押的土地被兼并，有

产者变为无产者。所以古谚有“冷在风里，穷在债里”。 

二、信用合作试点 

依据农村资金匮乏事实，华洋义赈会确定从建立信用合作社入手，解决农村问题。对此，

该会总干事章元善一针见血地指出：“信用合作社……可以说简单而且最切实用；并且在中

国农民方面确是很需要的。假使这种方式运用得当，它的利益真是立竿见影。因为中国农民

也和印度一样，都感觉被重利盘剥的痛苦：一个农民一经负债，就变成无形的奴隶，甚至被

债所累，以致田园荒芜，那有工夫去改良农业。照现在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说，假如没有信用

合作社这一类的金融组织居中介绍，那么乡间的有钱人，只得把他们的钱藏起来，或是冒一

点危险把这钱放给农民以外的人。这样一来，不独农村金融因之停滞，并且有钱的不能放，

没钱的无法借，于是那些等钱的农民，就不得不问那专靠放债为生的人去借了。这种缺点就

是因为本地财源不能应付本地需要的缘故。” [12](p41)而兴办信用合作社，不仅可以一定

程度上解决农村资金短缺问题，而且可以挽回资本外流趋势，甚至可以吸引城镇资金流向农

村，加快农村建设步伐，提高农民防灾能力。于是，华洋义赈会在 1923 年首先选择河北省进

行试点，并在同年 6 月，在香河县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13](p161)。 

根据华洋义赈会信用合作社组织原则，社员对社中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即每个社员均

以全部财产为整个合作社的债务担保；社员入社需认购社股，缴纳股金；合作社收受存款以

增加放款能力；义赈会供给合作社资金以贷放于社员。合作社设立后，若想得到华洋义赈会

资助，需要经过该会的严格考核，获得该会承认。请求承认之社，必须向华洋义赈会填报请

愿书、社员一览表、社员经济调查表及印鉴等。义赈会接到承认请愿书及其附件后，于每年

定期派调查员赴各社调查社员的信用、社员入社是否自愿、村民对合作社有无恶感、是否符

合章程的有关要求及办事是否客观等。[13](p161)经过一次或数次调查，认为成绩优良可以

承认时，再提交合作委办会予以承认。其中有的经过数年才得承认，有的永远得不到承认。

得到承认之社发给“承认证书”，并有权向义赈会申请贷款。1924 年 1 月，华洋义赈会派人

赴合作社村庄调查。调查之后，正式承认涞水县娄村信用合作社和定县悟村信用合作社，并

发给“承认证书”，这是义赈会承认信用合作社之始。同时经华洋义赈会下设的合作委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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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第一次放款给这两个信用合作社各 500 元[14] (p47)。河北的信用合作事业在华洋义

赈会的倡导下得以迅速发展，见下表。 

河北省信用合作社历年发展状况表 

 

 

 

*笔者将款项小数点后数字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实业部劳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民国二十一年中国劳动年鉴》第三编，第 86

—87 页，载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 60 辑，文海出版社。 

上表表明，最初两年，信用合作社惟其肇端，提倡不易，尽管义赈会职员奔走呼号，但效果

不大。此后数年，发展迅猛，无论是立社数、社员数，还是入股数及存款数，增长了上百倍。

个中原因，离不开华洋义赈会细致工作和锲而不舍地努力。 

为了壮大合作社经营能力并发挥其潜力，华洋义赈会从 1927 年开始指导推行运销合作。 

“首先试办者，即贩卖毛、发两项。此次试验，开始于直隶安平两合作社，先将近村之毛收

集成宗，运至天津，由本会特派经理人员，代向出口商贩，接洽售卖。”因当时天旱水浅，

运送迟缓，以致行市低落，社员未获利益。“但农人与农村合作社仍认为成功，因小有损失

而已获得相当之经验，从此村农以及出口商贩了然于如何运转、如何交易等等，不必假手于

中人及经纪人，省却许多周折及小费设施。”
 [15](p6)

这次挫折并未动摇社员组织运销合作社的

信心。1932 年河北深泽县试办棉花运销合作社，同年又扩大三县为试点。取得经验后，1934

年又扩大到无极、晋县、束鹿、元氏、高邑、蠡县、赵县等产棉区，以后又扩大到藁城、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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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尧山、隆平、柏乡、永年、冀县、南宫、博野等县。
[16](p137-138)

棉花运销合作社的兴办，减

少了中间商的盘剥，增加了棉农收入。更重要的是小农在实践中获得了增厚经济实力的经验

和加强自我管理的锻炼，为以后各机关兴办合作社提供了样本，也为合作社普及作出示范。 

河北合作社试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至抗战爆发前，兴办合作社的县数已增加到 97 个，

社数 3214 个，其中已承认社 1021 个，未认社 2193 个；社员数 66266 人，已认 27728 人，未

认 38538 人；社员股款 199196 元。
[17](p25)

除社员的经济能力得以增强外，各社还于社务之外自

动组织经营多种农村公益事业。据 1936 年底统计，举办附属公益事业的合作社为 1929 个，

各社所办事业种类如下：婚丧互助 199 社，兴学 293 社，办纪念储金及农产品代替储金等 169

社，戒烟赌酒 186 社，筑路 146 社，造桥 25 社，卫生事业 45 社，医药 68 社，自卫 96 社，

造林植树 158 社，改良农业 91 社，助耕 66 社，捕蝗 49 社，掘井 49 社，浚渠 13 社，合作完

粮 51 社，息讼 139 社，养老 13 社，济贫 47 社，俭约 74 社，其他 22 社。
[18](p89-90)

“农村中因为有了合作社，空气从沉闷枯燥变为活跃振作”
 [18](p88)

。可以说，华洋义赈会

在河北倡导的信用合作运动，不仅是一场农村经济改良运动，也是一场社会风尚和道德革新

运动，还对于改造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救助体系，建立社会新式的互助制度，作为了非常有

益地探索。 

三、合作社放款 

  

信用合作社业务是存款与放款，但对于小农来说，取得贷款是他们加入合作社的主要目

的，因而放款成为信用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放款资金来源，系由社内、社外两方面供给。社

内所供给资金，包括合作社本身的股本、储金、存款和公积金。从上表可见，社内资金随着

合作社数目和社员数量的增加而不断递增，从 1923 年的 286 元增加到 1931 年的 68049 元；

而且合作社愈久，积蓄愈多；入社愈早，社员经济实力愈厚。例如 1929 年到 1936 年，河北

省社员集资能力由每人的 0.18 元，上升到 2.80 元，增长了 15 倍。
[13](p163)

但合作社积蓄的资

金仍不敷借贷，这就需要从其他途径寻找支持，维持合作社发展。 

社外所供给的资金，来自于华洋义赈会和金融机构的放贷。“不过各银行的放款仍籍义

赈会做一个代理分放机关，故合作社的社外资金来源，还是以华洋义赈会为唯一凭恃。”
 [14](p53)

华洋义赈会自决定兴办信用合作社后，即于 1922 年 6 月拨款 5000 元作为合作社放款基金，

此后又继续追加，迄 1931 年止，先后共增拨 6 次，总额共为 92200 元
[8]
。华洋义赈会数年的

信用合作试验，逐渐引起了城市商业银行的注意，特别是它连续八九年将资金放给农村信用

合作社，都能如期收回，很少呆帐，增加了商业银行向农村放款的信心。受 20 年代末席卷全

球的经济危机影响，银行业在寻找投资出路时，开始关注急需资金的农村，于是纷纷寻求与

华洋义赈会合作，开展对农村合作社的贷款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1931

年 2 月，抱着试探态度，将 2 万元交给华洋义赈会，以备同义赈会的钱搭成放给合作社。
[13](p167)

此例开创了城市商业资本流入农村的先例，也带动了银行界放款农村合作社的信心。上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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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参加华洋义赈会的合作放款，前后达 10 万元。中国银行也自 1933 年 3 月参加 2 万元，后

改为 5 万元；金城银行也参加 5 万元。
[19]

这种局面持续到 1935 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

年 4 月，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四行储蓄会、四省农民银

行、浙江兴业银行、新华银行、国华银行等 10 家金融机构在上海组建了“中华农业合作银团”，

推举上海银行邹秉文任团长，并在北平、汉口等市设立办事处。大量的城市资金投向农村，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金融枯竭问题。 

合作社放款主要有信用放款和抵押放款，放款对象仅限于合作社社员。合作社试办初期

以抵押放款为主，1928 年以后信用放款增多，占放款总额的 70%以上
[14] (p55)

。放款数额在最初

的一二年里，属于探索阶段，除一二大户外，全部在 20 元以下。一直到 1926 年，放款数额

才始见增大，放款在 20—50 元的占到 20%以上，50—100 元的占到 2%左右。
[8] (p131)

至于放款用途，华洋义赈会规定仅以下列七种为限：（一）用于购买耕畜，置备较大农

具，或修盖房屋等事；（二）用以耕植（包括食物、饲料、种子、肥料、家畜及小农具的购

买，地租工资的支付等）；（三）用以防止水旱、改良土壤、垦荒等事项；（四）用以举办

婚丧教育等事；（五）用以整理旧债；（六）用以经营农村副业；（七）用以补充储金准备

金的不足。
[20](p465-466)

在最初几年几乎有一半社员不用于所申明的用途。不过，自 1926 年起，

华洋义赈会每年派员前往各社举行社务考成一次，社员借款用途是否与所申明用途相符成为

考成内容之一，这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借款的滥用。1928 年以后，社员借款实际用途，已与

申明用途渐趋一致。根据研究者考察，社员借款至少有 66%以上用于生产经营上，3%左右用于

婚丧，25%用于偿还旧债，其他用途约有 5%。
[8] (p137)

此种借款用途分配比例说明“生产即信用

之基础”，体现了合作放款的最大原则。 

信用合作社组织的目的，一方面在供给农民资金，一方面在限制高利贷，因此合作社的

放款利率力求最低。华洋义赈会放款给各合作社的利率，在 1927 年以前为年利六厘，1927 年

5 月后重新修正，按社务成绩优劣、承认时间长短和还款分期次数多少，确定利率高低。大致

承认时间较短的利率较低，分期还款次数较多的利率较高。各合作社对于社员的放款利率，

义赈会规定：承认一年以下之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过年利一分二厘；承认二年以上四年以

下之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二厘五；承认五年以上七年以下之社，放款利率最

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三厘；承认八年以上之社，放款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年利一分四厘。
[8] (p143)

 

1932 年 11 月对放款利率又加修正，“总会放款利率年利一分二厘，延期利率，照原定利率增

加四厘；合作社放款利率，年利一分五厘，有特殊情形者，得增加之，但最高不得超过年利

二分”
 [8] (p145)

。合作社借款利率显然较放款利率为低，其中差额，即作为合作社营业开支及社

中公积金。合作社放款利率与乡间普遍通行的年利三分至三分五相较，仅及其半，这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冲击高利贷者对乡民的盘剥，对于社员是极大的实惠。如在河北省肥乡县南刘村，

农民负债的 2300 元中，高利贷放款占 37.8%，农村信用社放款占 62.2%，远远超出高利贷放

款，成为抑制高利贷的一个强力要素。又如在李白庄村，高利贷者的放款利率月利至少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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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作社成立后，高利贷的放款利息也不得不“日日减低，村民皆称合作社为我农民真正自

救之金融机关”
 [21](p77,98)

。这些事实表明合作社的低利放款，有助于农民挣脱高利贷羁绊，免

受其重利盘剥。 

综上所述，华洋义赈会办理合作事业的方式和方法对于其后从事农村合作事业的人们和

团体以很大影响。“各机关农村合作社政策，特别是信用合作社事业，几乎都以华洋义赈会

的信用合作社为样本，作为其合作社普及政策的榜样。”
 [22](p145) 

四、成绩与不足 

  

华洋义赈会以一股民间力量，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十多年披荆斩棘，励精图治，

至 1936 年，义赈会在全国直接指导而组成合作社共有 2865 处，贷与各社之款共达 730,750

元，农民受益殊非鲜浅
[23](p8)

。对于华洋义赈会在民国乡村建设中所起作用，民国时评写到：

“该会不但做了许多慈善性质的救济事业，而且做了不少建设性质的社会事业，后一种事业

是最值得我们来称道的。”
 [24]

“我国农村经济之复兴工作，以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致力最早。

该会……倡合作以苏民困，籍中外人士协力同心，惨淡经营，颇著成绩，而为我国农村经济

之复兴工作，树一良好之基础。”
 [25]

其成绩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造成中国合作运动基础。“华北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合作社的崛起与发展，是从 20

年代初华洋义赈会办理河北信用合作社事业开始的。可以说，20 年代几乎是华洋义赈会一枝

独秀的独立办社时期。”
 [26]

这一评价是中肯的。在华洋义赈会办理合作社之前，中国知识界

在城市中不乏合作试验，如 1918 年北京大学消费公社、1919 年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1920

年上海合作同志社和湖南大同合作社等等，都曾风光一时。然而这些社团在日后活动中，不

是因为经费不足，就是因为社友四散，只有上海国民储蓄银行存在了十余年，其他都相继停

滞，最短的仅存在几个月。然而，华洋义赈会同人以极大热情，毅然抛弃舒适的都市生活，

深入穷乡僻壤，艰苦创业，使中国农村合作社从最初的 3个发展到 4万多个
[19](p94)

，从信用合

作发展到运销合作、生产合作。合作事业不仅在河北成燎原之势，以后在山东、安徽、江西、

湖南、湖北、陕西等省也得到蓬勃发展，其他一些省份的合作事业也无不间接地得到华洋义

赈会的帮助，并直接带动国民政府对合作事业的提倡和重视。不夸张地说，中国乡村合作运

动的发展壮大，得力于华洋义赈会的示范和带动。 

第二，训练了一批合作人才。中国农村经济固然需要救济，中国农民知识与能力尤需教

育。这种教育不是简单的“千字课”教人识几个字所能奏效，而是在其需要的行动训练中，

灌输新的知识与新的精神。华洋义赈会举办信用合作事业并没有停留于放款一项，而是以实

际行动将新知识与新精神灌输于农民，籍以转变农民整个生活，比如举办合作讲习会。在谈

到举办讲习会的初衷时，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说：“惟以国家教育，本不普及，村野农

民，大都缺乏办事能力，虽经专门人员厘定办法，简捷妥实适，百方指导，尚不多明，爰仿

印度办法，举行讲习会一次，习之有素，则易之自易也。”
 [27](p2)

讲习会目的是“专为各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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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灌输合作知识，解释一切不易明了的事情”
 [27](p32-33)

。从 1925 年举办第一期起，到 1937

年止，华洋义赈会先后举办过 12 次合作讲习会，听讲人是来自各社的宣传员、执行主任、监

察主任、事务员、司库等，共有 252 组 19984 人，代表了 6635 社。
[19](p93)

讲习会的举办，对于

传授合作知识、改进合作社经营方法及训练合作人才，培养合作领袖，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这些合作人才是推动河北合作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到 30 年代，国民政府和各省公私合作机关，

不仅向华洋义赈会调用合作人才接踵而至，该会训练出来的技术人员也被各省聘去，帮助指

导当地的合作事业。如果没有华洋义赈会在十几年时间里所作的人才培养工作，30 年代中国

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会面临很大制约。 

第三，总结出一套合作操作技术。合作事业在中国，历史很短，毫无成规可循。华洋义

赈会筚路蓝缕，勇于探索，摸索出一套合作事业的指导技术，并经试验取得了很好效果。如

农村合作社宜由信用合作社办起，逐渐兼营其他合作业务；组织信用合作社前，应先有一次

低利放款，试探农民信用程度；合作社按程序设立后，立一时段观察期，成熟之后再加以承

认，促其规范；放款之前复加以考察，放款之后，又能注意存款发展和借款用途是否正当；

将合作社的培育与合作人才的培养有机结合；始终将培养合作社的自觉与自动置于突出位置；

等等。其中“合作社社务成绩考成办法”被认为是最具本土特色的一种促进合作运动方法
[28](p43)

。

华洋义赈会对于“承认社每年派人调查，作成各社成绩考成表。考成标准凡二十四项，皆以

分数表示之，分列甲、乙、丙、丁、戊五等，视考成等第之优劣，承认之久暂，以为决定放

款额多寡之标准，自三百元至三千元不等”
 [29](p139)

。通过定期考成，有利于帮助各合作社总结

工作，“成绩不好的合作社随时纠正，使他们纳入正规，成绩优良的设法鼓励，使他们永久

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成绩，对于不良的趋势更切实注意。这样一来，各社的好坏，既然可以一

目了然，指导方面也就容易进行了”。经过几年的实践，这种考成分等方法，“在中国合作

运动上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工作”。
[28](p45)

上述经验是对民国合作事业发展的极为有益探索。 

第四，训练了民治精神。合作社由农民自愿组织发起，自己选举职员，自己处理业务，

充分反映了农民所具有的自信心和责任心。华洋义赈会指导合作社的原则是从旁协助，不取

包办或代办态度，免得养成合作社社员的依赖性。有几则事例可以表明农民自治力的提高，

譬如 1928 年华洋义赈会办理救灾贷款的时候，曾经把一笔赈款交托各合作社代为分配，放给

那些受过旱灾的农户。那些合作社承办起来都很得法，支配赈款也很公允，各农户借去的款

都能原数偿还。一些受灾的社员更将自己应得救济款让给非社员，自己甘愿承受旱灾。
[12](p47)

这

一急公好义的慷慨举动，既是乡间邻里互助传统的体现，也是合作社培养出的一种新风尚。

再如，中国农村合作社的社员总数有二三万人，处理的款项二三十万，可是在合作社兴办的

十来年中，并没有发生过诉讼事件，即使有小小的纠葛，也能由他们自己来和平公断地解决。

[12](p47)
这是农民自治力提升的又一佐证。至于前文已述合作社自动召集合作讲习会，自动组织

运销合作社等事项，都说明了只要对农民加以帮助和指导，农民自主自立的精神是不难养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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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促进了乡村社会的重组。我们知道，中国农村不乏组织，但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

主的家族组织，“在这种社区里的人们，每天里所过着的都是些有关家族的生活，他们所能

见到的只是家庭的亲属员；但求亲属员的安好，此外他们是管不着的”
 [30](p2)

。村落被家族的

组织形态笼罩着，而以经济关系及相同利益诉求的组织极少，所以农民向来缺乏联络，一盘

散沙。可是合作社的出现则在经济上为农村提供了联络纽带，并因经济关系树立了人与人之

间的良好信用，冲击甚至打破了宗族组织，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组合。难怪 1933 年 3 月前浙江

省政府主席张难先考察河北省深泽县的农村合作社后，十分感慨地说：“民族精神，无怪益

成散沙。救此，惟合作一途，须急用经济合作制度，以代替宗族制度。此事关系重大。”
 [16](p187)

总之，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义赈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从点到面，由小到大，不

断地扩大和深化农村合作事业，为吸引城市资金流向农村，促进落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起到了重要而积极作用。 

在肯定华洋义赈会对农村复兴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同时，也不能回避存在的问题。首先是

一些入社社员存在着弄虚作假行为。信用合作社是以解决资金匮乏为目的的互助组织，一些

人却将其错误地理解为“信用合借社”，认为入社目的就是为了借钱。为此，不惜采取瞒天

过海的办法入社。如有所谓跨社分子，即在同一乡村中有数社，有人已入甲社，又变易姓名

复入乙社，两面活动，目的是多借款项。还有双料社员，即一家兄弟数人，分别各入一社，

兄在甲社，弟在乙社，既可多借款，又可借甲社款而还乙社，挪东补西。又有所谓冒牌社员，

本不具备入社资格，或已丧失社员资格，若再求入社恐遭拒绝，乃异想天开，令其未成年之

子，或素不闻事之妻，冒充家主，请一二相识社员为其介绍入社，冀达低利借贷之目的。
[31](p5-6)

其次是合作社存在着“嫌贫爱富”问题。加入信用合作社的主要是小部分有一定财产基

础的地主、富农和自耕农，而对于绝大多数贫雇农来说，他们只是信用合作社的看客。其因

在于按照华洋义赈会信用合作社章程规定，社员对社中债务负无限连带责任，即每个社员均

以全部财产为整个合作社的债务担保。如果借款社员届时无力归还所借款项，社中其他人都

要承担连带责任，负责归还。由于担心贫雇农到时还不清贷款而遭连累，故一般都拒绝他们

入社。另外，入社社员需认购社股，缴纳股金，也客观上限制了贫雇农的加入。根据章程规

定，社员入社时，至少须认购社股一股，一次缴足。依据各地实践，每股“皆为一二元，虽

有五元一股十元一股者，但极属少见”
 [8](p121)

。大量贫雇农本身已经赤贫如洗，负债累累，又

哪里有钱缴纳股金？！因此他们“虽明知合作社之利益，但为股金所限制，不能不趑趄于合

作社之门外”
 [32]

。 

上述不足，有的是社会性弱点所致，有的是合作社管理漏洞造成，有的是政治性因素产

生，说明改良与复兴农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组织农村合作社本身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华洋义赈会辛苦十几年经营的合作社，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都不免限于停

顿状态，对于抗战“似乎并未发生什么效果，不曾将我们目前遭遇的国难减少一分。这是无

可讳饰的事实。……在抗战以前我们的希望决不是这样的”
 [18](p115)

。“合作专家”章元善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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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存在，不从打

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根本上入手，是难于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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